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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更加丰富精准的史料：对《满洲实录》满文部分进行重译的基础上，将满文（转写方式）、原存汉文、新译汉文对照排印。
· 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专家编译，清史研究必备资料用书。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清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祁美琴，鄂尔多斯蒙古族，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著作有《清代内务府》、《清代榷关制度研究》，近两年的代表性论文有《清代蒙旗社会喇嘛教信仰问题研究》、《包衣身份再辨》、《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等。 
强光美，安徽芜湖人，198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硕士学位论文为《清代内务府大臣研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历史档案》、《满族研究》、《北京档案史料》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 内容简介
  《满洲实录》成书于天聪年间，是清代记述满族崛起和努尔哈齐时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书。现存《满洲实录》满、汉、蒙三体文本中，满、汉文的内容并不完全对应，说明汉文本不是满文的直接译写，学界普遍认为满文《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更高。本次译编出版，是在对满文部分进行重译的基础上，将满文（转写方式）、原存汉文、新译汉文对照排印，以便于学界更好地了解三者之间的异同，充分发掘和利用《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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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书摘
 前言 
在清朝历代皇帝实录中，清太祖努尔哈齐实录版本最多，流传下来的有《满洲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三部。其中，尤以《满洲实录》最为特殊，它不似其他实录满、汉、蒙三种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体文合璧，且附带插图，形式上独树一帜，成书上也疑点颇多。正因为如此，从《满洲实录》被发现那一刻起，对它的讨论就从未中止过。以内藤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润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该书的研究上建树颇丰，并一度取得领先地位。在中国，台湾学者也不甘落后，陈捷先、庄吉发等都是该领域的专家；在大陆，对《满洲实录》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国时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单士元等，就对该问题予以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钟翰、秦国经、郑天挺、薛虹、郭康松、齐木德道尔吉、达力扎布、乔治忠、谢贵安、杨勇军等人先后发表了不同见解，将《满洲实录》以及清实录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满洲实录》成书问题 
1.《满洲实录》与《太祖实录图》的关系 
《太祖实录图》早已不存，最早对其进行记录的是《旧满洲档》，据天聪九年（1635）八月八日记载：“tere inenggi sure kan，nenehe 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 be juwe howajan jang jiyan，jang ing kui de niru seme afabuha weile be nirume wajiha sain seme jang jiyan de emu juru niyalma,emu ihan,jang ing kui de emu juru niyalma angnaha.”《旧满洲档》第九册，台北影印本，4415页。汉译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画工张俭、张应魁据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画的工作，很好地绘制完成了，赏张俭人一对、牛一头，张应魁人一对。”《太宗文皇帝实录》也有相似记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乙酉：“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天聪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祖实录图》（或称《太祖实录战图》）乃《满洲实录》之原本。最早得出此结论的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05年他发现了深藏盛京崇谟阁的《满洲实录》，后介绍于世，并根据《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的记载及《满洲实录》末尾《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通过二者的结合、对应，进而认为二张所绘《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国朝宫史续编》、《开国方略联句诗》的注释和《满洲实录》末尾注释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支持了内藤的说法。 
国内学者也大都赞同此观点。徐中舒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说过“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8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的话。20世纪80年代，单士元在整理清代实录时说：“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秦国经等在介绍清太祖实录纂修过程时说：“天聪元年（1627），太宗命额尔德尼等修太祖实录，历时八载，至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始将合绘的太祖实录图告成，名《满州实录》。”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另外，白寿彝、郭康松、瞿林东、薛虹、乔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太祖实录图》与《满洲实录》是同一部书的观点。这一看法已成定论，似无疑义。 
但是，2002年，对清实录研究颇有心得的日本学者松村润发表《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对《满洲实录》重绘自《太祖实录图》一说提出质疑。经他考证，《太祖实录图》只是图画本，不可能是《满洲实录》的原本，《满洲实录》是据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实录》重绘的，沿袭了其满文本八卷八册的样式，但并没有照录其内容，而是完全依据顺治重修本的内容绘写。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陈捷先就通过满文清实录的研究，发现《满洲实录》的满文部分与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满文内容几乎一致的事实，他从而推论，《满洲实录》的附图部分来源于天聪末叶成书的《太祖实录图》无疑，但文字部分却是取自顺治本武皇帝实录。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160页，台北，大化书局，1978。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杨勇军在松村润、陈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满洲实录》不是重绘自《太祖实录图》，而是乾隆朝官方伪造的最后一本努尔哈齐实录，成书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来，《太祖实录战图》只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他同意陈捷先提出的该书内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之观点，但是图画部分则“是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还补绘了关于满洲起源神话的6幅图”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不过，长期以来，学界虽然普遍认同《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但是对其名称，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插图本，初名《满洲实录》，如单士元曾说：“天聪年间绘图本，原来只题满洲实录，亦未称太祖实录。”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郭康松认为，《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是乾隆时才有的，因为该书附有插图，所以乾隆帝题为此名。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称，《满洲实录》原名《太祖实录战迹图》，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绘写本成书时，才改题现名。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五卷，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中也采用此观点。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40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薛虹亦表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但是他提出该实录原名既不是《满洲实录》，也不是所谓《太祖实录战图》，而应称为《太祖实录图》才对。并且，《太祖实录图》也不是正式名称，只是对实录图文并茂的形象描述语而已，早期实录蓝本没有正式名称，“其实，从重绘《满洲实录》时称之为‘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等等，也可见原并非正式定名为‘太祖实录图’，无非是太祖的实录的图的意思罢了！”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至于乾隆时期为何摒弃《太祖武皇帝实录》，突然重绘《太祖实录图》，并改称《满洲实录》，作者表示难以理解。他对此次重绘改名的原因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将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满洲源流考》联系起来，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突出满洲称谓。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与薛虹一样，乔治忠也指出“太祖实录图”不是一个正式名称。《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太祖实录图”字样，只是后来对该图的一种称谓，天聪年间并无此称。乾隆朝对《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称谓有多种，如“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图本”、“太祖战图实录”等，直到重绘写本时才正式定名“满洲实录”。不过，在“满洲实录”正式定名的时间问题上，他与薛虹发生分歧。薛虹认为《满洲实录》定名于乾隆四十六年，而乔治忠则认为，正式定名《满洲实录》最早也应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后的事了。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笔者亦认为，从《旧满洲档》的记载来看，只是太宗让画工根据“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册而已，并没有提到该书的名称，可见当时还没有命名。至于《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出现的《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想必是后来所取。从上述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实录图》极有可能就是《满洲实录》初纂本。 
2.《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 
与《太祖实录图》密切相关的是另一部努尔哈齐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二者之间关系如何，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同时也存在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两部不同的书，二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徐中舒说：“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这两部实录，都成于沈阳朝廷。”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将它们称为两部实录。孙文良曾称赞皇太极统治时期“编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是清朝的建国史，也是成文的满族勃兴史”孙文良：《〈满洲源流考〉辨析》，载《社会科学辑刊》，1987（3）。。可见，他也是将这两部书当成不同的实录对待。郭康松在《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一文中也判定《满洲实录》八卷成书于太宗天聪九年（1635），与《太祖实录战图》是一回事，随后又介绍《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初纂，并没有说二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齐木德道尔吉的《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一文，细致梳理了太祖实录的纂修过程，认为崇德元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后实录》，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实录》。到顺治朝重修以后，才定名《太祖武皇帝实录》。此外，他还提及，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时问世的，还有汉文、满文和蒙古文对译的、带有图画的《满洲实录》。但是没有指出《满洲实录》的具体编纂过程和纂修时间，也没有说明《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从作者的叙述中来看，似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渊源、师承关系，应是两个独立的版本体系。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而包括孟森在内的多数学者都认同《太祖实录图》成书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之前，二者之间存在师承关系，《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在《太祖实录图》的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中有言：“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实录，在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既成，而又摘图中之说，别为一本。两皆名之曰武皇帝实录。”之所以称为实录，是仿照“中土旧有之帝王体制”，但其实他们不知实录为何物，故而文字、体例与历代实录不合，这就造成了早期的实录与后来的实录在文字、体例上的差异。参见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4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从上述文字可知，孟森认为，《太祖实录图》成于天聪九年（1635），《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太祖实录图》成书后，剔除插图而改编的纯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当时都称之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或者可以说，《太祖实录图》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模本。孟森又讲到，康熙时重修太祖实录，谓之《太祖高皇帝实录》，雍乾时期再加修改，为太祖实录之定本。因为带图本为孤本，乾隆帝恐其遭意外之损，所以摹绘了新本。新本有些许改动，与初纂、再纂及定本皆不同。参见上书，482页。可见，他认为《太祖实录图》、《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定本《高皇帝实录》、乾隆重绘本《满洲实录》是一脉相承的。 
单士元在整理实录之札记中，师承导师孟森之说，也认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太宗皇太极“将满洲实录中的图画撤去，整饬文字”，改编而成的。参见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方甦生推测《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纂修是实录图成之后的事，“此本想是以太祖实录图去图尊谥写成的”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载《辅仁学志》第7卷1—2期，1939。。庄吉发也持此观点，因《太祖实录图》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所以太宗命人“以满、蒙、汉三体文字改编实录。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十一月，纂辑告成，题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共四卷四册，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就是清太祖朝实录的初纂本”庄吉发：《清史拾遗》，100页，台北，学生书局，1992。 。 
郑天挺称《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书于崇德元年（1636），取材于《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等满洲初期的资料。参见郑天挺：《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族族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3）。可见，他虽认为《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不是同一部书，《满洲实录》早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但强调《满洲实录》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二者在文字上存在诸多联系。 
对清代档案素有研究的秦国经介绍了清太祖实录的大致纂修过程。天聪元年（1627），太宗命额尔德尼等修太祖实录，历时八载，至天聪九年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始将合绘的太祖实录图告成，名《满洲实录》。书中记事均先图而后说，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所以，不久太宗又命国史馆大学士希福、刚林等，以满、蒙、汉三体文字改编太祖图录，至崇德元年十一月改编完成。顺治时曾再度修改过。康熙时，命大学士勒德洪为监修总裁官复加修改，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成《太祖高皇帝实录》，合凡例目录满、蒙、汉文各十二卷。雍正十二年（1734）再加校订，辨正姓氏，划一地名，历时六载，至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始告成书，共十三卷。存大内、皇史宬、内阁本均缮满、蒙、汉文各一部。藏盛京本只缮满文、汉文，不缮蒙古文。参见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通过他的介绍可知，作者认为《满洲实录》就是《太祖实录图》，该实录采用先图而后说的叙述模式。《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在《满洲实录》修成后对其改编而成，时间应在天聪九年以后至崇德元年十一月。也就是说，《满洲实录》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蓝本，历次改编的太祖实录都是在《满洲实录》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其观点与孟森等人大体相同。 
1988年，薛虹在《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天聪九年（1635）八月告成的《太祖实录图》和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告成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反映纂修太祖实录的一个过程。意思即，《太祖实录图》乃《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未完成稿。《旧满洲档》记载只赏赐了两名画工，且未举行任何修书告成的仪式，原因就在于，天聪九年八月告成的只是图，文字部分未竣。至于“太祖实录图”一说，也并非正式名称，只是实录未完成时一种形象的描述语罢了。到崇德元年全部书成后，不再用临时称呼“太祖实录图”，而正式取“太祖武皇帝实录”之名。他在文中做了大量工作以证实自己的观点，“如果我的这些推测不错，那么《武皇帝实录》和《太祖实录战图》应该是一回事，始修于天聪七年，到崇德元年十一月全部告成”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乔治忠赞同薛虹的观点，并补充考析。他反对将《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截然视为两书，因为《满洲实录》是从《太祖实录图》绘写成的，且文字部分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结构、语句一一对应相合，二者之间不可能不存在联系。同时，他也不认同方甦生等人“开国实录”是“去图加谥”、仅有文字之书的观点，而是认为《太祖实录图》乃整部《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组成部分，即其中的图画部分。经他的考证，《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纂修至迟于天聪七年即已开始，到天聪九年，图先成，至崇德元年十一月，文字部分完全告成，太宗题名曰《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由此说明《太祖实录图》的绘成只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编纂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成果。 
王静芳在《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版本及史料价值》一文中也认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早在清入关前的天聪七年就开始纂修，到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全部告成。全书分为四卷，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缮写，书名定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即《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王静芳：《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版本及史料价值》，载《集宁师专学报》，2001（2）。 
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薛虹、乔治忠等人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即《太祖实录图》的完成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告成反映的是太祖实录纂修的不同阶段，太祖实录纂修自天聪七年（1633），天聪九年实录图成，崇德元年十一月全书始全部告成。 
关于崇德元年告成的这部实录的名称，学界又有新的发现，因为据《旧满洲档》的记载，当时完成的应是“taidzu，taiheo i yabuha yargiyan kooli bithe”，即《太祖太后实录》，不是太祖一个人的实录，到顺治重修时，才改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名：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汉文名：《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实录》，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陈捷先、松村润、达力扎布等都支持此观点。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27页；［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达力扎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见《满学朝鲜学论集》，25~56页，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3.《满洲实录》的编纂问题 
对于《满洲实录》的编纂过程，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满、蒙、汉三种文本的成书顺序及《太祖实录图》原先的体式、是否有文字、文字的由来、绘图与撰文的先后顺序等问题上。 
关于文本成书顺序，陈捷先多次强调：“早期满洲部族的文献是先以满洲文字记注，汉文本都是由满洲文翻译而成的。”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14页。《满洲实录》作为满洲的早期文献之一，自然也不例外。 
谢贵安对清实录做过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笼统地认为清实录先定汉文本，再译成满、蒙文本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满、汉、蒙三种文本的修纂秩序，随清朝汉化程度的加深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期由于满人汉化程度不高，再加上诏令、奏疏等档案文件大都是用满、蒙文书写的，故修实录时，先撰写满文本，再译成汉文本和蒙古文本。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载《史学集刊》，2008（2）。 
薛虹也认为清太祖实录纂修过程中首先完成的是满文本，蒙古文本和汉文本都是满文本的译本。他通过《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的仔细校对，发现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比满文本《满洲实录》在语言上更为古拙，二者间除表音缀字上的差别外，其他则无何不同。汉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与它的满文本也极相近，说明原译时修饰不多。而《满洲实录》的汉文本和满文本的差异较大，说明在翻译时修饰之处很多。汉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汉文本《满洲实录》在专有名词的汉译法上差异悬殊。他说，《满洲实录》汉文本的修饰，主要表现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上，不仅比《太祖武皇帝实录》为雅，比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定修本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也有所雅化，如章甲改写为章佳，俄朵里改写为鄂多里，而乾隆五十一年修成的《开国方略》又有进一步的雅化。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齐木德道尔吉细致考证了太祖实录的编纂过程，“是先将满文原件根据实录编写的需要撰写为满文实录体文字，在此基础上译成汉文，最后从汉文译成蒙古文。蒙古文同满文原件有如此大的距离，说明译成蒙古文时，根本看不到满文原件，所根据的只是汉文和满文实录文字”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满洲实录》作为太祖实录的一种，编纂过程亦应如此。与薛虹不同的是，齐木德道尔吉认为蒙古文本不是由满文本而是由汉文本翻译，参照满文本而成的。也就是说，在三种实录文字中，满文本是最先成的，汉文本次之，蒙古文本最后。 
乌兰齐木格曾对《满洲实录》的蒙古文部分做比对研究，发现蒙古文部分基本上与满文部分内容相同，“但仍有一些记载不同于满文本，而相同于汉文内容，并且有的蒙文内容和记载方法与汉文和满文内容哪一个都不相同”乌兰齐木格：《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22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从其所举事例来看，蒙古文部分从满文翻译而来的可能性较大，但是有的地方也参照了汉文本。 
学者们还就《太祖实录图》原先的体式，即原本有无文字，若有文字，是三体文合并带插图还是各文自成一部，文字的由来以及绘图与撰文的先后顺序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 
有人根据《旧满洲档》以及《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实录图成、赏赐画工，而没有提及文字的记载，推测该书只有图，无文字。代表者如松村润，他认为，《旧满洲档》里只有关于画完图的记载，并不是说完成了带插图的满、蒙、汉三体文的太祖实录，在天聪九年（1635）八月乙酉完成的只是绘图，受赏赐的也只是画匠而已。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杨勇军将他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说：“从仅有二画工得到赏赐上看，可知被后世所称的《太祖实录战图》，当时确实仅为图册，没有文字。”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太祖实录图》是《满洲实录》的原本，是一部带插图、有文字的体式特殊的早期实录。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中国大陆学者孟森、单士元、秦国经及台湾学者陈捷先、庄吉发等都持此观点。孟森说：“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实录，在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481页。明确表示图画皆带有文字。秦国经等亦云，《满洲实录》“书中记事均先图而后说”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庄吉发称：“此书先由巴克什额尔德尼修成，经库尔缠增补，并由画工张俭、张应魁绘图。”庄吉发：《清史拾遗》，100页。可见，该书是既有文字又有图的。 
薛虹等人还在文章中试图证明《太祖实录图》确有文字。他说，既然称之为“实录图”，则“绘图之前必然有实录稿本为依据”。另一个可以证明《太祖实录图》有文字的证据是，既然《满洲实录》依式重绘《太祖实录图》，且《满洲实录》是满、蒙、汉三体文带插图的，那么，《太祖实录图》（修成后改作《太祖武皇帝实录》）也应该是既有图又有满、蒙、汉三体文的实录。不能因《旧满洲档》的引文只提及实录的图绘制完成，无关于文字的记载，而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太祖实录图》只有图，没有文。此外，他还指出，这一实录稿本早在天聪七年（1633）就已经开始纂修了。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笔者认同薛虹的观点，因为从《旧满洲档》的记载来看，英明汗的行事典例书被交付画工张俭、张应魁绘制，英明汗的行事典例书，满文原文“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其中“bithe”是书、文的意思，也就是说，绘图之前确实是有文字为依据的，薛虹“绘图之前必然有实录稿本为依据”的说法不无道理。 
如果实录图确有文字，那么，这些文字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呢？早期的学者如方甦生、松村润都认为，入关以前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三种文字分开各成一部的。薛虹在文章中小心翼翼地推测：“据《满洲实录》的体式，崇德元年告成的《武皇帝实录》应为有图之满、汉、蒙三体文字的实录。”不过，他又因现存世者为满文本与汉文本分别缮写而对此表示不确定，不知道到底是顺治朝改修时才区别三体文字分开缮抄，还是原本分别为单本，而《满洲实录》合三为一，认为该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乔治忠则大胆推定，“其应为满文、蒙古文和汉文三体合一并有图穿插其间的体式”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撇开体式不论，《满洲实录》文字的由来，也是扑朔迷离。特别是随着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发现，学者们将二者的文字对照，发现它们在内容、结构、用词上高度相似，直接引发了人们对二者关系的思考。从早期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都提出，《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从《太祖实录图》改编而来的，二者在文字上存在师承关系。但是，《满洲实录》的文字从何而来呢？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满洲实录》的文字似乎是从《太祖武皇帝实录》抄录改编而成的。最早系统而直接地提出此观点的应为陈捷先，他在《满文清实录研究》一书中，通过一系列的比对、分析，指出乾隆时重绘的《满洲实录》“附图仿绘于天聪末叶成书的太祖实录图，而文字部分则取材照录自顺治年间纂修的武皇帝实录，因而保存了满文古老的风格与朴实的特点”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160页。。同时，《满洲实录》在重抄的过程中，又改正了原书中的若干手民之误，所以它的准确度更高一些。参见上书，100页。 
松村润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太祖实录图》只是绘画本，不能作为《满洲实录》的原本，《满洲实录》是乾隆年间根据乾清宫藏盛京旧本即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实录》重绘写的。但不是照样绘写崇德初纂本的内容，而是依据顺治重修本内容，照录了顺治重修本改写过的开国纪的记载，只有在卷数上沿袭了崇德初纂满文本的八卷八册的样式。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杨勇军则认定《满洲实录》是乾隆时期的伪书，其文字部分是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至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舍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而采用《太祖武皇帝实录》为本，“就是因为后者史料上更加接近原始，语言上更为质朴，这样伪造出的《满洲实录》才更像一本早已存在的书”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二、《满洲实录》及太祖实录其他版本的现存状况 
关于《满洲实录》以及太祖实录其他版本的现存状况，根据以往学者的考察、研究，可以大致梳理如下。 
1.《满洲实录》的现存版本及出版状况 
《太祖实录图》早已不得见，学者们只能从《旧满洲档》等满洲早期史料中推测该书的存在。方甦生、陈捷先等先后猜测其大概是在嘉庆二年（1797）的乾清宫交泰殿火灾中被焚毁了。 
乾隆重绘《满洲实录》三部，分别尊藏于上书房、盛京崇谟阁和避暑山庄。根据档案的记载，这三部实录应该是同源的，文字内容一致，只是成书时间有早晚以及形式、装帧等略有差异。现在这三部实录皆存于世。其中，上书房本收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京本收藏在沈阳辽宁省档案馆，避暑山庄本则流落于日本，据松村润文可知，收藏地点应是日本东洋文库。松村润在《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中，有“现在东洋文库里所藏热河避暑山庄本”一句，可推知该本的收藏地点。 
1905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在盛京崇谟阁发现了尊藏的《满洲实录》，并介绍于世。 
日本学者山本守在沈阳故宫见到满、汉二体文本。该本无图，只列图名于每册之首，避讳处贴有黄签，签下明记名字，汉字专有名词比三体《满洲实录》中所译汉字稚拙。山本断定此本修于乾隆八年（1743）。参见［日］山本守：《满汉二体之满洲实录》，载《满洲史学》，第1、2辑。 
1930年，辽宁通志馆委托东北大学印刷厂影印出版了盛京藏本《满洲实录》的汉文绘画本。其中满文和蒙古文部分被删掉，并参照无讳名的沈阳故宫二体本，对盛京三体本正文人名的空白处进行了填补。 
随后，传闻盛京本不知所踪，近来为学者证实应为辽宁省档案馆现存本。 
从1933年开始，在罗振玉、内藤虎次郎的推动下，伪满国务院、“满日文化协会”以盛京崇谟阁藏本为底本［其中，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至六月的七册、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至九月的五册是向北平故宫博物院抄补的，《清德宗实录》、《宣统政纪》为溥仪藏本］，由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出版，东京单式印刷公司承印，影印了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和《满洲实录》、《宣统政纪》，至1936年底全部完成，总名曰《大清历朝实录》，共1220册，分装122函，共印300部。除发售的200余部外，余下者皆封存于沈阳文溯阁。早在竣工之前的1935年1月，满、汉、蒙三种文字合璧绘图的《满洲实录》8册和《太祖武皇帝实录》13卷计2册，一共10册已经先期出版了。参见陈象恭：《谈清实录和清史稿》，载《历史教学》，1957（1）。不仅将《满洲实录》收入其中，而且还初次对学界介绍了它的满文和蒙古文本。不过，这套《大清历朝实录》是一个篡改本，伪满在影印时，根据日方的要求曾作过一些挖改。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了考证。 
1934年，北平文殿阁国学文库出版铅印本《满洲实录》，以避暑山庄本为祖本。1937年再版，藏于国家图书馆。 
1938年1月，今西春秋刊行了《满和对译满洲实录》，即先用罗马字转写满文，在语句下面用日语逐句翻译，并在下段附上汉译。后来，他又用罗马字转写了蒙古文部分，并逐句译为日文，准备出版《蒙和对译满洲实录》，未成而卒。1992年2月，菅野裕臣整理今西春秋的遗稿，以《满和蒙和对译满洲实录》为题出版发行。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国家图书馆即收有今西的《注音满洲实录》。 
1964年，台湾华联出版社翻印了伪满本《大清历朝实录》。 
1968年，台湾华文书局根据伪满本影印，但为缩印本，精装93册，仍名《大清历朝实录》。 
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社科院复据台湾华文书局缩印本影印《大清历朝实录》。本处采用谢贵安的观点，冯尔康认为是据伪满本影印的。 
1985-1987年，为恢复清实录的原貌，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皇史宬、乾清宫、内阁和崇谟阁藏本，合汇配成了一套完整的汉文清实录，影印出版，正文共4433卷，目录42卷，16开本精装60册。其中，《满洲实录》摒弃了盛京崇谟阁本，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上书房小黄绫本，从而使上书房本正式公开于世。全书共有8卷，分上、中、下三栏，分别以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末尾有乾隆重绘时的题词。这部实录是目前通用的实录版本。冯尔康对其评价甚高，认为“这个本子底本精，使用方便，为清实录的最好印本”冯尔康：《清史史料学》，41页，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2.太祖实录其他版本的流传、出版情况 
崇德本太祖实录未得流传，顺治本太祖实录原本也已不见。 
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1932年1月出版印行《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四卷，神田信夫、齐木德道尔吉等都认为所据底本应该是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录》，因此，《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其实就是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重排本。参见［日］神田信夫：《关于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来历》，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1934年，北平刊行的国学文库本只可见到汉文。同年，金毓黻将其变成缩小了的通志馆本，文字部分活字排版，收入《辽海丛书》。 
日本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内国史院档中有太祖时期的内容，据松村润研究，这部分档案是崇德初撰本《太祖太后实录》稿本之一，可以确定的是《太祖太后实录》中缺少有关长白山的内容。他经过细查该馆所藏的顺治重修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再次确定有关长白山的内容是顺治重修时插入的。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现存世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汉文抄本四卷四册，计三部（三种），均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后移到台北“国家图书馆”。此本的影印本被收录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许多学者认为此本即是崇德年的原修本，如齐木德道尔吉等均持此观点。而方甦生、庄吉发、松村润、薛虹等人先后主张此本是顺治年间的重修本。方甦生建议称之为顺治“改缮”本，因其中增删之处似不甚多，够不上重修程度。参见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载《辅仁学志》第7卷1—2期，1939。 
顺治重修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现存三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本、台北“国家图书馆”本（或称美国国会图书馆本）。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为正本，其他两本是抄写的副本。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是完整本，其第一卷和《满洲实录》第一、二卷内容几乎一样，只有部分地方有细微差别。而其他两本是从《满洲实录》的第三卷开始的，缺第一册。对北平图书馆本和台北“国家图书馆”本，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都分别做过详细调查和考证。 
在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在内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曾被送往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以避战火。战后，美国国会图书馆把这批善本的微型胶卷送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三田村泰助调查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中的满文本《满洲实录》后，介绍了它和崇德初纂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即虽是同汉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一样的四卷本，但根据页面更改及卷数的不同可推测，它不同于汉文本，而应与《满洲实录》一样分八卷，而且没有相当于第一、二卷的部分，是从相当于《满洲实录》第三卷处开始的。这与《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所载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照片对比看，虽然书法的形式、书体、标点符号及所记述的内容完全一样，可是在各行中所含字数方面，还是有若干差别，因此表明它们是不同的版本。而且，经与《满洲实录》满文部分对校，在专有名词所用缀字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可由人名来验证。因此，他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本虽不是崇德初纂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应是相同的书。参见［日］三田村泰助：《关于新近获得满文清太祖实录》，载《立命馆文学》，141号。 
随后，今西春秋前往北平图书馆，得到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照片，并发行了其复印本。根据其题解，这和《满文书籍联合目录》登载的照片相同，同美国国会图书馆本一样，第一册从《满洲实录》第三卷开始，缺少第一、二卷。其题目能认读为：daic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 他指出，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本校对，两书完全相似的地方有若干处。但也有因语言相差而引起意思相差之处，还有意思相同但缀字有差异之处。北平图书馆本字的写法不规则，书写也不成熟，故而，可推测其书写年代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本之前，也可能就是崇德初纂的原本。北平图书馆送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现已归还，藏在台北“国家图书馆”。 
康熙朝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文本一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汉文本在中国大陆、台湾均已亡佚。唯日本有几部康熙重修本的《三朝实录》抄写本完好遗存，并于1807年以写本为依据编纂了《清三朝实录采要》，共16卷，刊行于世，其中包括《太祖高皇帝实录》。现在知道的此书版本有四种，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内阁文库藏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图书馆藏本（还有一部东洋文库藏本，系1920年抄写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图书馆藏本）。据日本学者神田信夫考证，前两部为中国写本，后两部为日本写本。神田信夫还对它们的来历做了详细的考证。参见［日］神田信夫：《关于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来历》，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据齐木德道尔吉介绍，满文本太祖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Daicing guruni taizu horonggo enduringge huwangdi yargiyan kooli”（《大清国太祖武圣皇帝实录》）四卷本和“Daicing guruni taizu dergi huwangdii yargiyan kooli”（《大清国太祖高皇帝实录》）十卷本。他根据太祖的谥号和各本的卷数判断，前者一定是顺治本，后者无疑是乾隆本。至于蒙古文太祖实录，除了《满洲实录》的蒙古文部分，至今也只有乾隆定本传世，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9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黄绫本原件影印出版。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乾隆定修满、汉、蒙三体文本今日俱在。伪满国务院曾影印出版的《大清历朝实录》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清实录》中所收的太祖实录，其底本即使有相异之处，但均系雍乾重修本。 
1931年，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内阁实录库藏本为底本，排印了《太祖高皇帝实录》。 
1978年，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清太祖实录稿本》，收入《清初史料丛刊》。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潘喆等编的《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收录四卷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收入《清代历史资料丛书》。 
1989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乾隆定本蒙古文本《清太祖实录》。 
三、《满洲实录》的文本研究和史料价值 
目前学界对《满洲实录》的文本也有一定研究，主要集中在满文本和汉文本的文字考察上。学者通过对比、校勘，发现满文本较为质朴，保留了不少原始的记载，而汉文本则做过诸多润饰和改动，文字上较为文雅。在对文本进行考察的同时，《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如何，各人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在清实录的研究中，学者陈捷先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满文本的专家之一。他将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残三卷（全帙为四卷）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满文部分一一校勘，发现两书的满文部分内容相同，仅在文字上略有差异，“满洲实录的内容可以说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完全一样，只有几个字或词写法略有不同”，“满洲实录的内容与武皇帝实录的没有区别，而仅仅把一些不正确的发音和笔误写错的字改正了而已”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77、78页。。他进而认为，《满洲实录》的文字部分应是取材照录自顺治年间纂修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在抄的过程中更正了若干手民之误，因此，史料价值更胜一筹。参见上书，100页。整体而观，《满洲实录》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文字颇具老旧风格，“不但行文简朴，汉化不深，而且若干俚俗淫乱的记载仍保留书中”。它的插图形象直观地展现了当时的明清交战情形，满、蒙、汉人的服式、武器、生活起居等，以及满洲的独特文化，“这一批图画已是仅存世界的瑰宝了”。特别是在其原本《太祖实录图》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满洲实录》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无论从文字部分来看，或是就附图部分来看，对研究清太祖努尔哈齐时代而言，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应该是高于其他清代的官书的”，“满洲实录是一部值得我们注意而史料价值极高的书”同上书，96、160页。。 
达力扎布也曾将《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第二至四卷的满文本做过一一对照，发现“满文部分除缀字和名讳贴黄外，几乎丝毫不差”，二者在文字上的一致性说明，盛京旧本实录八册在乾隆年间重绘时内容未经删改，基本保持原貌，这也是对《满洲实录》在保存史料方面作用的肯定。参见达力扎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见《满学朝鲜学论集》，25~56页。 
对《满洲实录》汉文本的研究则更加充分。乔治忠对照顺治缮录本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发现《满洲实录》汉文部分与其内容一致，但文句有所修改，主要体现在人名、地名等译音用字的规范化和雅化，对入关后极为忌讳的词句予以修改以及文字的润色上。不过他也指出，这种改变只限于汉文部分，满文、蒙古文部分未加修改。满、汉文本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原因在于乾隆帝在重绘《满洲实录》时，只派了几名内阁中书缮录，其职位低，无权擅自修改，也未负修改之责。但是汉文部分早在纂修《开国方略》之时就已经做了修改，这就造成了重绘本满文未改、汉文修改的不协调状态。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刁书仁在撰写传稿的过程中，经过对《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对读与比较，发现《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所载史实基本接近。相比之下，《满洲实录》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不仅比《太祖武皇帝实录》文雅，甚至比乾隆定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还雅化，但对个别重要史实的记载，《太祖武皇帝实录》多保留历史原貌，而《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则多改为溢美之词，并增加了原来《太祖武皇帝实录》未载的一些史实。参见刁书仁：《新修〈清史〉人物传记太祖朝实录史料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11）。作者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汉文本，满文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薛虹在《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一文中，将乾隆修《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勘，发现《太祖武皇帝实录》相对更加原始，如对明始终称“大明”，以属国自居，而《满洲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则改为对等称呼，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讳饰。考虑到清朝实录的一改再改，这种修饰美化和隐讳之倾向也愈发强烈，因此，作者建议：“今后太祖实录的史料研究工作，应以满文本为据加以对勘，在此基础上不仅要同《旧满洲档》、《满文老档》以及其他清初档案做比较考证，还要同明和朝鲜的文献档册做比较考证，才可能取得太祖实录的可信史料。”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这体现了治史者广阔的视野和求真的精神。作者提出的要以满文本为据加以对勘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无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笔者通过对《满洲实录》满文本的研读以及与汉文本的对照，确实发现了许多差异，相对于汉文本的修饰篡改，满文本的信息更加全面、质朴、真实。 
相对于满文本和汉文本而言，蒙古文本则长期为中国学人忽视，反而是日本学者有过一定关注。今西春秋曾对蒙古文部分的史料价值和语言价值予以肯定，他说：“满洲实录的蒙文不仅有助于理解满洲实录，对蒙古语自身研究也有大的帮助，满洲实录的蒙文作为用蒙语写的蒙文记录，是距今很久的古老的东西。”可见，他是看过蒙文本的。松村润有鉴于此，曾呼吁学界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今西春秋的话也转引自此文。不过，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情况还未真正扭转，对蒙古文部分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谈到《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就不得不思考乾隆帝为什么重绘《满洲实录》。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审视该书的社会意义和背后隐含的政治目的，进而更加准确地估量该书的史料价值。 
乾隆帝摒弃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重绘《满洲实录》的真实原因所在一直是困扰史学研究者的问题。乔治忠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在他看来，绘写《满洲实录》不是一项孤立的纂书工程，而是乾隆朝重整开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久贮乾清宫的《太祖武皇帝实录》被发现，乾隆帝以此本“开国实录”为史料依据，敕修《开国方略》。随后，他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修开国史活动，目的是重振满洲旧业，以开国史来教育皇室及满洲贵族子弟，包括重新缮录和译写《满文老档》、绘制《盛京事迹图》、编撰《满洲源流考》、重修《盛京通志》、纂修《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满汉大臣传》等，他甚至亲自撰写了一部《己未岁萨尔浒之战书事》。重绘《满洲实录》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开展的。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至于底本为什么摒弃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而采用《太祖武皇帝实录》，作者的解释是，乾隆帝此举意在突出勇武纯朴之风，强调保持满洲旧俗，而入关前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恰恰是“文直事核，足资垂信”。 
杨勇军甚至提出，不应该称之为“重绘”，而应是“伪造”。《满洲实录》原先并无底本，是乾隆时期在一本图册（即《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补绘了6幅图，还补充了文字而修成的。伪造的原因在于，乾隆时期为了“阐明满洲是自天而降，与明朝毫无隶属关系，但是清朝官方能找到的最早的史料，只是八册有图无文的《太祖实录战图》。于是，他们依托《太祖实录战图》原有的77图为基础，新补入6图和文字，以与真迹窜乱，制造了伪史《满洲实录》，来充当满洲起源的证据”。在认定《满洲实录》是伪书的前提下，作者对该部实录的史料价值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不应过高地估量《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因为它“本身绝对不是原始史料，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各种原始档案相比，实为第二手材料，史料价值不高”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笔者通过对《满洲实录》满、汉文本的研究，发现满、汉文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叙述上，满文本更为清晰、详细、生动，汉文本则较简略，叙事相对模糊；信息传递上，满文本传达的信息相对汉文本多得多，但在有关明朝地名、人物官职等信息上也有错误之处，汉文本有所修正；语言上，满文本更为质朴、直率，汉文本则进行了多处润色，语言更加优雅、简练；立场上，满文本更加贴近史实，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记录，汉文本则完全站在满洲的角度，别有用心地删除或修改了一些对满洲不利的信息。很明显，满文本应是较原始的版本，汉文本是在满文本的基础上翻译、加工而成的。 
满、汉文本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差别，则二者的史料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满文本纪实性更强，政治立场更加中性，贴近历史原貌，保留的许多原始记录为其他官书中所无。不仅如此，满文本重视细节，其中涉及物品馈送及经济往来的信息，是我们研究入关前各部落社会经济与发展水平的重要史料，对许多重大战役的过程性描述是研究军事史的宝贵素材，这批史料倘若被开发和利用，相信会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满文本的语言质朴、原始，颇具古朴之风，对研究满语的发展史也不无裨益。 
相对于满文本，汉文本修改力度大，语言上多有润色，内容上较为精简，政治色彩更加浓郁，史料价值略逊一筹。但是，总体观之，汉文本不仅内容未脱满文本，而且还对满文本的许多错记、缺载或手民之误进行了一一更正和补充。因此，对汉文本的评价应客观，不能因存在删节和润饰而一味贬低其价值。 
此次《满洲实录》的汉译，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生选修课“满文的阅读与翻译”课堂的学习成果，同时也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的子项目之一。参与翻译的有强光美、褚红霞、詹夺、孟修诸同学，后期的译文整理、满文转写工作，均是由强光美同学完成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译文底本为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中收录的三体文合璧的《满洲实录》本，正文中的楷体部分汉译文录自《满洲实录》汉文本，宋体部分汉译文为此次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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